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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发展】

小农户如何走向农业组织化经营

———来自农民工回流农户的证据

肖剑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经济管理学院，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农业组织化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回流农民工形成的农业人力资本补

偿，对于推动小农户组织化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村

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回流对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 农民工回流

显著促进了农户的组织化经营，改善了农户农业生产的契约化、合作化及分工化的程度。 （ ２） 机

制分析表明，包括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内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回流农户实现农业

组织化经营的重要传导路径。 （ ３） 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外出务工时长、外出务工地点以及外出

务工工作性质的回流农民工对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均存在差异性。 其中，外出务工时长与农户

的农业组织化经营呈“倒 Ｕ”形关系；相较于西部，中部、东部回流农民工进行农业组织化经营的程

度更深；相较于临时工作经历，具有自雇或正式工作经历的回流农民工对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

更大。 为了降低小农户组织化参与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约束，不仅要提升农内务农者的人力资本，

还应重视经由迁徙途径形成的人力资本，并重点关注具有异质性的人力资本回流农民工对传统农

业的改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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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前提下，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 １］ 。 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道路必须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 第三次农业普查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主

体的 ９８％以上，其中经营耕地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有 ２ ．１ 亿户①。 以小农经营为主体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处理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问题。 但小农经营

规模小和分散化等特点，使得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存在多重阻碍。 事实上，实现小农

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其本质是要破解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

盾。 为此，引导并支持小农户开展合作与联合以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成为衔接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已有关于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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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的发展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公司＋小农户”的合作模式的确可以缓解小农户农产

品“卖难”的问题，但公司和农户存在的不平等契约关系使得小农户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合作

关系缺乏稳定性。 二是“合作社＋小农户” 的发展模式。 合作社作为一种通过集体行动为其

成员提供服务的互利互助合作组织，被认为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更有效的载

体 ［ ２］ ，但合作社往往受制于分化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分立的宗族派系势力结构以及人格化

的行政力量 ［ ３］ ，其存在的“大农吃小农” “精英俘获”等问题使得普通农户难以切实获得合作

社提供的服务和指导，小农户在合作社内部正处于不断被边缘化的境地。 三是发展和完善社

会化服务，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 该组织模式虽然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上表现出

一定的优势，但以政府主导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单向嵌入”的特征 ［ ４］ ，且已有研究表

明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大规模农户的效率要高于小农户，小农户从社会化服务获得的益处相

对有限 ［ ５］ 。
从以上三种不同的小农户组织模式可知，单纯依靠外部支撑的组织化模式难以将小农户

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也会因契约不完全或权利不对等等原因，使小农户无法切实获得组

织化带来的好处。 为此，部分学者认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及其现代化转型应向自主性的内

生发展范式转变 ［ ６］ ，即在推动农业组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将小农户视作被动的或

单向的弱势群体，应挖掘小农户的家庭组织优势，激发小农户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其组织化动

机和意愿。 但受自身素质限制，传统农户大多秉持的是一种保守、求稳的生产观念，更多地把

主要精力放在自家小规模农业生产上，缺乏成立组织并依靠组织力量实现风险分担、共同致

富的内在动机。 舒尔茨强调，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关键在于提

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 同样，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进而实现其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

机衔接，也对小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推动小农户农业组织化发

展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中，提高农户经营管理能力、创新协作精神等方面的人力资本存

量显得尤为重要。 已有文献中，学者较多从教育、医疗、培训等投资形式探讨了人力资本提升

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 ［ ７－ ８］ 。 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除了教育和医疗等途径，还有迁

徙的途径。 尤其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的农业经营环境下，对于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

人力资本而言，仅对留在农业中的农民进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迁徙途径的人力

资本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劳动力迁移呈现的以农民工

回流为特征的新人口红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外出农民工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３ ． ３％下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５８ ． １％，而
本地农民工从 ３６ ．７％提高到 ４１ ．９％。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数据进一步显示，中国农

村回流劳动力比例显著提高，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 ． ０２％提高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６ ． ６０％，其中尽管有

６２􀆰 ７７％的返乡农民工继续从事非农工作，但仍有 ３７ ．２３％的回流农民工选择重返农业。 劳动

力迁移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农民工回流则对农户的组织化经营提供了人

力资本补偿。 不同于一般的留守农户，有过城市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回流农户不仅表现出更强

的契约精神和协作意愿，还在经营管理、创新创业上具有独特优势 ［ ９］ 。 由此可知，在接受城

市现代文明洗礼后，人力资本得到显著提升的回流农户不再拘泥于分散化、小规模的经营模

式，为抵抗市场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其更有可能主动走向联合与合作，成为推动农业组织

化经营的重要主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小农户农业经营的组织化分为契约化、合作化、分工化三个维度，

使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视角考察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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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农户能否主动走向农业生产的组织化，以此回答回流农民工在引领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问题。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已有文献大都从教育、培训、健康等维度探

讨人力资本对于农户农业组织化参与的影响，但鲜有研究从迁徙类人力资本的维度探讨回流

农民工的农业化改造及其对组织化经营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丰富相关文献。 第二，推动农户

农业组织化经营的重点不仅在于政府部门的外部支撑和引导，农户自发演化、自我提升的核

心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本文将有过迁移经历的回流务农农户视为一类特殊群体，以此捕捉劳

动力回流对传统小农改造的发生机制，阐明回流农户对于改造传统农业、推动农业组织化发

展的重要作用，为小农户如何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可能的政策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农业组织化的三个维度：契约化、合作化与分工化

理论上，农业组织化是指对农产品的生产进行纵向协调，通过纵向一体化的方法，使处于

农产品生产销售上下游环节的各个经营主体形成稳定的联结关系 ［ １０］ 。 在实践层面表现为，
农户与农户、农户与企业或合作社，以契约为载体，在不改变农户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元的前

提下，对单个农户独立面对市场的交易行为进行替代，最终实现土地、技术、资本和其他农业

要素的整合和使用，以达到规模和高效农业生产的目的 ［ １１－ １２］ 。 目前主要的农业组织化模式

包括“公司＋农户” “合作社＋农户” “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分工组织形式” 。 根据农业组织

化定义及其主要模式，农业组织化表现出契约化、合作化、分工化的多维度特征。
一是契约化。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组织是特定交易行为及其对交易行为规

制的契约关系的总和 ［ １３］ 。 契约化在农户农业组织化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农户和

其他经营主体建立合理有效的合作机制，规范合作关系，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加收益

和降低风险。 实际上，小农走向组织化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本质上是多重契约匹配或

“契约束”联结的过程，这在“公司＋农户”的组织化模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为降低农

业经营风险，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小农户倾向于和公司建立包括产品、要素等多种形式的

契约关系，以融入农业生产链条的一体化经营中。 对于产品契约，最典型的形式被称为 “订

单农业” ，即农业公司与农户签订合同，农户按照合同生产农产品，公司按照合同收购农户的

农产品。 对于要素契约，农业公司通常会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农资，如种子、化肥、农
药等，并在合同中约定供应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要求；为了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水平，农业公

司还会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这些指导和培训可以涵盖种植技术、灌溉管理、病虫害防

治、农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以确保生产达到一定的标准和质量要求。
二是合作化。 合作化是指农户通过加入农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等合作组织，与其他

成员共同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实现资源共享、劳动互助和收益分配。 实际上，在 “公司 ＋农

户”组织模式中，多数农户与公司之间的主体地位仍不对称，农户对公司实际上是一种依附

和依赖关系，在市场交易中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因而不能分享加工增值和销售利润 ［ １４］ 。 为弥

补这一缺陷，“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模式试图以组织替代市场的方式，减少小农户议价能力

不足或合约不完全导致的公司对小农户的利益侵害。 在这种互助的合作组织中，农户既能保

持农户家庭经营的独立性，又可以克服独家独户在经营中的局限性。 一方面，合作组织内部

分工能为成员带来分工效益；另一方面，其利益共享的机制还维护了成员的利益，确保农户社

员之间建立起真正利益共同体。 理论上而言，农民合作社被认为在小农组织化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是一种非常适用且合意的载体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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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分工化。 一般来说，经济的组织化是对于封闭、孤立、缺乏联系的自然经济状态而言

的，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过程，是对自给自足的否定与超

越 ［ １５］ 。 而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关系发展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是分工发展。 因此，
从分工角度来看，组织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来协调社会经济分工，从
而使之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 在此意义上，组织化包括两个

基本方面：一是组织的团队化，如企业、合作社、协会等科层组织的发展；二是组织的市场化，
如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其他经营主体之间通过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立起来的买卖关系。 从

这一个层面讲，农户通过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以交易组织重构的形式，将不同的农业生产环

节和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也是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另一种重要模

式 ［ １６］ ，且这种分工化的组织形式使得农业生产更加专业和高效。
在上述三个维度中，契约表达农业组织化的规范性，合作表达农业组织化的参与性，分工

表达农业组织化的专业化程度。
（二）农民工回流、人力资本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１ ．农民工回流、契约精神与农业契约化

农户的利益特征随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 在农民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

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生存，因而缺乏进入市场的必要性。 一旦农产品的市场化率上升，农户

的市场化收益增加并占其总收益的大部分时，农户的主要问题就演变成如何持续发展。 此时

他们需要组织来保护其经济利益，尤其是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 在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逐渐

提高的现实情形下，“公司＋农户”便成为解决农户农产品卖难问题重要的组织模式。 相较于

留守农户，回流农户更期望与农业公司建立稳定的契约化关系。 原因在于，在外出务工期间

积累了各种资源的回流农户，不仅具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资金条件，还具有提升农产品商

品化率以获得更大农业利润的经营动机，为减少农业经营风险，同时获得更加稳定和丰厚的

务农收入，回流农户在和农业公司建立产品和要素的契约关系上具有更大的需求。
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为满足市场的需求，获得更好的市场竞争优势，农业公司也更愿意与

拥有更强生产能力与供应能力的农户建立长期且稳定的契约化关系，而回流农户正好符合这

一要求。 原因在于，外出务工使回流农民工突破了乡土社会的限制，身份和工作性质的转换

使他们在城市接触到了更多关于城市消费需求的知识和信息，这不仅开拓了他们的视野，还
提升了他们的信息获取能力 ［ １７］ 。 信息获取能力的提高使得回流农户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农业生产策略，提供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和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受城市非人格化社会制度关

系的熏陶，回流农民工还展现出更高的契约精神和市场精神 ［ １８］ ，甚至个别具有较好职业背景

和成功经历的回流农户在农业界或当地社区中拥有更高的认可度和信任度，而良好的信誉和

契约精神更有助于保障生产计划的顺利执行、产品质量的稳定和及时交付，是农业公司在与

农户建立契约关系过程中看重的精神品质。
２ ．农民工回流、合作意识与农业合作化

理论上，为克服自身在风险抵御、交易谈判、技术采纳等多方面的弱势性，小农户应对合

作化生产表现出强烈的需求和动机。 但实际上，大多数农户仍缺乏依靠合作力量实现风险分

担、共同致富的动机，即使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入了合作组织，小农户之间的分工与合作也仅停

留在形式上，缺乏实质性内容。 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及农业兼业

化加剧的背景下，留守在家的农户大多维持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分散化的简单再生

产模式，缺乏为追求更高农业利润进行合作的动机；另一方面，受文化素质不高的影响，大多

留守的老龄和妇女农户对合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全，对组织能否带来收益持怀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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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缺乏组织认同感。
相较于传统的留守农户，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户不仅具有更高的合作需求和意

愿，也具备更强的合作能力，更能主动地参与农业合作化生产。 一是观念和态度的转变。 城

市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不仅改变了回流农民工对经济发展和市场机会的观念和态度，还使他们

能深刻认识到传统小规模、分散化经营模式在农业市场化发展中的局限性，为改变单个农户

面对大市场的弱势地位，获得稳定丰厚的农业利润，回流农民工对农业的合作化生产模式抱

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二是协作精神和合作意识的提升。 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中加入各种合作

组织或团队，这种通过协作和资源整合实现共同目标的经历在其生命历程中形成认知和能力

烙印 ［ １９］ ，最终在其返回农业领域后重新应用于农业生产，具体表现为通过组建农民合作社的

形式，整合和使用土地、技术、资本及其他农业生产要素，以实现农业合作化生产。
３ ．农民工回流、企业家精神与农业分工化

纵向分工是分工的核心维度之一。 在农业领域，农户生产环节的分工外包具有典型的纵向

分工并改善迂回经济性的重要特征。 一方面，农户将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生产环节外包，以购

买服务外包的方式替代直接投资，不仅规避了投资风险，还缓解了劳动力的刚性约束，降低了劳

动监督成本；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本质上充当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农户通过购买

服务的迂回方式将新要素与新技术输入农业生产，能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 ［２０］ 。
相较于一般农户，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户更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采纳农机

服务外包，将生产活动卷入分工体系。 原因在于，与一般留守农户维持自家食物需求的安全

生产原则不同，为获取更高的农业规模报酬，回流务农农户有更大概率通过土地转入来扩大

农地经营规模 ［ ２１］ 。 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借助机械替代劳动以节省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成为农户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的合理选择。 但作为专用性资产投资，农机具因适用农业对

象以及生产作业环节的局限性，往往使用频率低下，易产生投资锁定与沉淀成本。 特别是当

农户还未达到足够的经营规模时，农机资产必然达不到最优利用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受城

市市场化竞争影响且具有更强市场交易能力的回流农户便倾向于通过购买农机外包服务替

代直接购买农机，从而规避投资风险并降低交易费用。 另外，回流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

从事各类不同的行业和职务，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经营管理能力。
已有研究表明，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企业家精神，更容易实现返乡创

业 ［ ２２］ 。 因此，相较于留守农户，具有更高企业家精神的回流农户对于改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新

技术具有更高的接纳度，为更充分发挥其企业家的管理才能，也更愿意采纳农机社会化服务

等迂回投资方式卷入分工经济。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Ｈ １：相较于一般的留守农户，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户更有可能主动走向农业

的契约化、合作化以及分工化，从而提高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假说 Ｈ ２：回流农户在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等方面表现出的更高人力资本

水平是回流农户实现农业组织化经营的重要传导机制。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 ２０１７ 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结合本文需要，对样本进行

了筛选与清理，最后一共得到 ７３２０ 份有效样本。 在实证分析中，由于存在部分变量数据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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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最终各模型的观测样本会有所不同。
（二）变量选取与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从契约化、合作化以及分工化三个维度描述农户的组织化经

营。 关于契约化，本文从“农户是否与企业建立产品契约、要素契约”两个方面来衡量。 关于

合作化，本文从“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且获得合作社提供的相关服务” 来描述。 对于农业分

工化，本文从“采纳农机外包或租赁环节数” “亩均农机外包或租赁支出”两个方面衡量。 本

文将三个维度均赋值三分之一的等权重，再根据表 １ 各维度的具体问项，分别设定赋值分数。
最后，根据各个维度具体回答分数（仅回答为“是” 得分） ，累加得到农户的农业组织化经营

程度。
表 １　 农业组织化经营程度：考察维度与赋值标准

维度 　 　 赋值标准 具体问项

契约化 每个问题赋值 １ ／ ９ 分 与企业建立农产品的销售合作关系：是 ＝ １，否 ＝ ０

获得企业提供的农资：是 ＝ １，否 ＝ ０

获得企业提供的技术指导服务：是 ＝ １，否 ＝ ０

合作化 该问题赋值 １ ／ ３ 分 加入合作社且获得合作社提供的相关服务：是 ＝ １，否 ＝ ０

分工化 每个问题赋值 １ ／ ６ 分 采纳农机外包或农机租赁环节数三个（共五个环节）及以上：是 ＝ １，否 ＝ ０

亩均农机外包或租赁支出是否超出样本中位数：是 ＝ １，否 ＝ ０

　 　 ２ ．解释变量

与其他相关文献的农民工回流概念不同，本文对农民工回流的定义不局限于空间上的回

流（是否返乡） ，而是进一步拓展到工作性质上的回流（是否返乡务农） 。 为此，本文将“户主

回流务农”和“农户农民工回流”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均为 ０、１ 离散变量） 。 其中，选择“户主

回流务农”是因为户主在家庭事务决策上具有话事权，是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决策者。
３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的研究，本文选取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村庄特征以及省份虚拟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 户主的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健康水平。 家庭特征变量包

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务农劳动力占比、家庭收入水平、家庭社会资本。 经营特征变量包括农

地经营规模、农机设备状况。 村庄特征变量包括金融服务水平、通信条件及市场距离。 此外，
还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４ ．中介变量

本文设置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三个中介变量表征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
其中，对于变量“契约精神”的测量，参考罗必良等 ［ ２３］ 的做法，借助“农地流转交易是否签订

合同”和“农地流转是否设定流转期限”刻画。 原因在于：一方面，农地流转往往受到法律法

规的约束，农户签署合同和设定期限表明其具备了遵从法律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签署合

同、设定期限意味着农户愿意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表现出对合同的责任感和契约精神。 本

文认为只要农户其中任意一个回答为“是”则可判断该农户具有较强的契约精神。 对于变量

“合作意识”的测量，本文参考王博等 ［ ２４］ 的做法，根据“农户共同出资进行社区治理的意愿程

度”进行刻画，当意愿程度大于样本均值时，表明农户具有较高的合作意识，反之则相反。 对

于变量“企业家精神”的测量，本文参照张雪兰等 ［ ２５］ 的做法，以“农户是否有创业的打算或计

划”进行刻画。 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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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定义与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业组织化经营 累计得到的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程度 ０．１２９ ０ ．１５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解释变量 户主回流务农 户主是否回流务农：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７７ ０ ．２６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农户农民工回流 有无家庭成员回流务农：有 ＝ １，无 ＝ ０ ０．１１７ ０ ．３２２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户主特征 性别 户主性别：男 ＝ １，女 ＝ ０ ０．６５９ ０ ．４７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年龄 户主实际年龄 ５６．０９０ １１ ．４６９ １８ ．０００ ９５ ．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赋值 １—７ ２．４１５ ０ ．９８６ １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健康程度 赋值 １—５ ３．１２９ １ ．０６１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 ３．７７７ １ ．７６５ １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务农劳动力占比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占家庭总就业人数

的比值
０．３８９ ０ ．３９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元，取对数） ８．８２４ １ ．０９６ ６ ．６４２ １０ ．６７８

家庭社会资本 家中 是 否 有 成 员 担 任 村 干 部： 有 ＝ １，

无 ＝ ０
０．０７１ ０ ．２５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经营特征 农机设备状况 家庭拥有的农机价值（元，取对数） ３．３２９ ４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６４８

农地经营规模 家庭实际耕作农地规模（亩，取对数） １．６３８ ０ ．８３９ ０ ．０００ ２ ．６３９

村庄特征 通信条件 到最近自由市场或农贸市场的距离（公里） ０．８７２ ０ ．３３４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市场距离 是否有宽带覆盖：有 ＝ １，无 ＝ ０ ５．６４４ ７ ．４４５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金融服务水平 是否有金融服务网点：有 ＝ １，无 ＝ ０ ０．３５０ ０ ．４７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中介变量 契约精神 农地流转是否签订合同或设定期限：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４８ ０ ．２１４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合作意识 是否在社区治理上具有较强的共同出资

意愿：是 ＝ １，否 ＝ ０
０．６１７ ０ ．４８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企业家精神 是否有创业的打算或计划：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００ ０ ．３０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三）模型设定

鉴于核心被解释变量 “农业组织化经营” 是左右侧截断的变量 （ 大于等于 ０，小于等于

１） ，本文构建 Ｔｏｂｉｔ 模型如下：

Ｙ ｉ ＝ α０ ＋ α１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 ＋ ∑
ｎ ＝ ２

αｎ Ｘ ｉ ＋ ε ｉ１ （ １）

式（ １）中， Ｙ ｉ 表示农户 ｉ 参与农业组织化经营的程度；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 表示农户有无家庭成员回

流务农或户主是否回流务农的二值虚拟变量； Ｘ ｉ 表示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经营特征、村庄特

征及省份区域特征的变量； ε ｉ１ 为误差项， α０ 为常数项， α１ 和 αｎ 为待估系数。
为检验农民工回流是否通过提升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的途径影响农户的

组织化经营，在式（ １）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Ｉｎｔｅｒ ｉ ＝ δ０ ＋ δ１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 ＋ ∑
ｎ ＝ ２

δｎ Ｘ ｉ ＋ ε ｉ２ （ ２）

Ｙ ｉ ＝ φ０ ＋ φ１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ｉ ＋ φ２ Ｉｎｔｅｒ ｉ ＋ ∑
ｎ ＝ ３

φｎ Ｘ ｉ ＋ ε ｉ３ （ ３）

式（ ２） 、式（ ３）中， Ｉｎｔｅｒ ｉ 为中介变量，表示农户 ｉ 是否具有较高的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

企业家精神； δ０ 和 φ０ 为常数项， δ１、φ１ 和 φ２ 为待估系数； ε ｉ２、ε ｉ３ 为误差项；其他变量与式（ １）
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估计均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为此，本文将进一步采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进行稳

健性检验。 参照已有做法，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利用村域内除去自身以外的同村回流务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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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作为农民工回流的工具变量。 此外，中介变量与农户的组织化经营也存在内生性问题。 同

样，利用村庄层面其他农户的契约精神、合作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３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结果表明，户主回流务农、农户农民工

回流都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提高了农户的农业组织化经营程度。 其中，相对于农户农民工回

流，户主回流务农产生的正向作用更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３　 农民工回流与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基准回归

变量
农业组织化经营

（ １） （ ２）

户主回流务农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０）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

性别 ０．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年龄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年龄的平方 －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健康程度 －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 －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２）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务农劳动力占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人均收入的对数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９∗∗∗（ ０．００２）

农机设备状况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农地经营规模 ０．１１６∗∗∗（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６∗∗∗（ ０．００４）

家庭社会资本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９）

市场距离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通信条件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２∗∗（ ０．００９）

金融服务水平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０．５５０∗∗∗（ ０．０６０） － ０．５５２∗∗∗（ ０．０６０）

Ｒ２ ０ ．４２３ ０ ．４２４

观测值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表同。

表 ４ 汇报了农民工回流务农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各维度的影响①。 其中，模型（ １） 和

模型（ ２）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务农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的契约化程度，这说明，相较于

一般的留守农户，经过城市化市场化熏陶的回流农户，在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更倾

向于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以稳定预期并保障自身权益。 模型（ ３）和模型（ ４）结果表明，农民

工回流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程度。 原因在于，不同于一般的留守农户，拥有更

多知识技能或现代经营管理经验的回流农户将不再简单地依附于合作组织，将合作停留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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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个维度中，只要表 １ 相关问项中任意一个回答为“是” ，就可分别判定为农户分别实现了契约化、合作化或分工

化，因各维度为 ０—１ 的虚拟变量，故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式，其还能依靠自身的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等优势，切实获得合作带来的好处。 模型（ ５）和模

型（ ６）表明，相较于留守农户，回流农户转向专业化生产，具体表现为利用农机服务外包与机

械替代劳动力的方式，专注于经营管理。
表 ４　 农民工回流务工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不同维度的影响

变量
契约化 合作化 分工化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户主回流务农 ０．１１７∗（０．０６３） ０．２１８∗∗（０．１０１） ０．１５１∗∗（０．０６１）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０８７∗（０．０４７） ０．１５３∗（０．０８１） ０．１１２∗∗（０．０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３．３９４∗∗∗（０．４８１） －３．３９５∗∗∗（０．４８２） －３．１６４∗∗∗（０．７８６） －３．１５８∗∗∗（０．７８５） －２．８９０∗∗∗（０．３４９） －２．８８８∗∗∗（０．３４９）

Ｒ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８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５０ ０ ．２３７ ０ ．２３９

观测值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再估计。 结果如表 ５ 所

示，第一阶段的 Ｆ 统计值都大于 １０，工具变量 “同村回流务农人数” 与潜在的内生变量高度

相关，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内生性检验表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组织化经营的影

响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农民工回流依然显著正向

促进了农户农业的组织化经营，但系数明显大于基准回归的系数，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低估了

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正向影响。 为此，后续的异质性分析和情景分析均采用

工具变量法。
表 ５　 工具变量法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 １）户主回流务农 （ ２）农业组织化经营 （ ３）农户农民工回流 （ ４）农业组织化经营

工具变量 ０．０５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８６∗∗∗（ ０．０１７）

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６３２∗∗∗（ ０ ．１８５）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５８０∗ ∗∗（ ０ ．１７７）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内生性检验 — １２．１５∗∗∗ — １１．６２∗∗∗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１ ．２８ — １３．９８ —

观测值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表 ６　 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

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是否参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 １） （ ２）
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１７３∗∗（ ０．０８３）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１６１∗∗（ ０ ．０７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１０４ ０ ．１０６
观测值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２ ．重新刻画被解释变量

另一个稳健性检验是设置虚拟变量重

新刻画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参与情况，
并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验证。 本文将获得

契约化、合作化和分工化任意两个及以上

维度的农户视为参与农业组织化经营，赋

值为 １，反之为 ０。 表 ６ 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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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无论是户主回流务农还是农户农民工回流都显著提高了农户参与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概

率，这表明基准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三）机制检验

１ ．农民工回流、契约精神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表 ７ 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回流不仅能直接促进农户的组织化经营，还能通过提升农

户的契约精神间接加深农户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其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回归结果

表明，农民工回流提升了农户的契约精神。 模型（ ４）和模型（ ５）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入契约精

神这一中介变量后，农民工回流依然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组织化经营，且契约精神也显著正

向作用于组织化经营。
表 ７　 机制检验：农民工回流、契约精神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变量
契约精神（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农业组织化经营（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户主回流务农 ０．１５９∗∗∗（０．０５４） ０．５１５∗∗（０．２３１）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１１８∗∗（０．０５２） ０．４５７∗∗（０．２１６）

契约精神 ０．６３０∗∗∗（０．２０９） ０．５３１∗∗∗（０．２０６） ０．５２８∗∗∗（０．２０１）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０ ．３６ １４ ．０２ １７ ．１１ １２ ．９８ １３ ．０２

内生性检验 ０．３９ ０ ．４２ １５ ．８６∗∗∗ １２．０４∗∗∗ １１ ．９６∗∗∗

观测值 ７２６４ ７２６４ ７２６４ ７２６４ ７２６４

　 　 ２ ．农民工回流、合作意识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表 ８ 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回流不仅能直接促进农户的组织化经营，还能通过提高农

户的合作意识间接加深农户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其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结果表明，
农民工回流提高了农户的合作意识。 模型（ ４）和模型（ ５）的结果表明，加入合作意识这一中

介变量后，农民工回流依然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组织化经营，且合作意识也显著正向作用于

组织化经营。
表 ８　 机制检验：农民工回流、合作意识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变量
合作意识（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农业组织化经营（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户主回流务农 ０．６５３∗∗（０．３０７） ０．４９５∗∗（０．２３１）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４６８∗∗（０．２３１） ０．４３３∗∗（０．２０６）

合作意识 ０．１８３∗∗（０．０８７） ０．１７９∗∗（０．０８４） ０．１７８∗∗（０．０８５）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４．２８ １３．９８ １６．９９ １１．１９ １１．２９

内生性检验 ４．８７∗∗ ４．７１∗∗ ０．９７ １１．９０∗∗∗ １１．３８∗∗∗

观测值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７３２０

　 　 ３ ．农民工回流、企业家精神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表 ９ 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回流不仅能直接促进农户的组织化经营，还能通过提高农

户的企业家精神间接加深农户农业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其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回归结

果表明，农民工回流提高了农户的企业家精神。 模型（ ４）和模型（ ５）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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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精神这一中介变量后，农民工回流依然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组织化经营，且企业家精神

也显著正向作用于组织化经营。
表 ９　 机制检验：农民工回流、企业家精神与农业组织化经营

变量
企业家精神（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农业组织化经营（ ＩＶ⁃Ｔｏｂｉｔ）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户主回流务农 ０．５３２∗∗（０．２２７） ０．５０５∗∗（０．２１９）

农户农民工回流 ０．３１６∗∗（０．１４２） ０．４６３∗∗（０．２０６）

企业家精神 ０．２６３∗∗∗（０．０８４） ０．１７８∗∗∗（０．０５２） ０．１６７∗∗∗（０．０５０）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１．４１ １１．３８ １２．５１ １２．７２ １２．８９

内生性检验 ０．０８ ０．０３ １．３７ １０．３４∗∗ １１．８３∗∗

观测值 ６６４０ ６６４０ ６６４０ ６６４０ ６６４０

（四）不同外出务工经历的异质性分析

１ ．外出务工时长的影响

一般认为，较长的务工时间有利于劳动力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但是过长的务工时间会

因年龄的增长而弱化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其他方面（如体能、认知水平下降等） 。 参照已有研

究的做法 ［ ２６］ ，使用外出农民工最终返乡的时间减去初次外出的时间得到外出务工的时长，然
后找出回流户主外出时长的三分之一分位数和三分之二分位数将外出务工时长分为短、中、
长三组，引入 ３ 个不同的虚拟变量分别与农业组织化经营进行回归。 表 １０ 的回归结果显示，
相对于较短或较长的务工时长，务工时长处于中间水平的户主回流务农更能促进农户的组织

化经营，这表明外出务工时长与回流农户的农业组织化经营呈“倒 Ｕ”形关系。
表 １０　 外出务工时长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

变量
农业组织化经营

（ １） （ ２） （ ３）

务工经历时间短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２２３∗∗（ ０．１０６）

务工经历时间中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５８５∗∗∗（ ０ ．２０８）

务工经历时间长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１２８∗（ ０．０７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内生性检验 １０ ．８９∗∗∗ ８ ．７４∗∗∗ ９ ．０５∗∗∗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５ ．２７ １３ ．６１ １２ ．１７

观测值 ７０２２ ６８８８ ６８６９

　 　 ２ ．外出务工地点的影响

务工城市所具备的高市场化程度、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以及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影响

农民工意识形态、认知水平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认为不同的外出务工地点可能对回流农

户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差异化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户的组织化经营。 为验证这一猜想，根据

回流户主外出务工地点的不同设置三个不同的虚拟变量，分别与农业组织化经营变量进行回

归。 表 １１ 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东部和中部省份务工经历的回流户主对农业组织化

经营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东部省份的回流户主产生的正向效应最强，这说明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的务工环境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差异性影响，且这种差异进一步影响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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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农户对组织化经营的作用上。
表 １１　 外出务工地点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

变量
农业组织化经营

（ １） （ ２） （ ３）

东部省份务工经历回流户主务农 ０ ．５７４∗∗∗（ ０．２１５）

中部省份务工经历回流户主务农 ０ ．４８１∗∗（ ０ ．２２６）

西部省份务工经历回流户主务农 ０ ．１１２∗（ ０．０６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内生性检验 ９ ．３４∗∗∗ １０．７１∗∗∗ ８ ．８４∗∗∗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０ ．４２ １０ ．２９ １０ ．７４

观测值 ７０５７ ６８９１ ６８６１

　 　 ３ ．外出务工工作性质的影响

不同工作性质的务工经历对回流农民工的合作意识、契约精神以及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

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本文认为不同工作性质的务工经历会对返乡务农者的组织化经

营产生不同影响。 为此，本文根据回流户主外出务工工作性质的不同，引入 ３ 个不同的虚拟

变量，分别与农业组织化经营变量进行回归。 表 １２ 的回归结果显示，相较于临时工务工经历

的户主回流务农，自雇和正式工务工经历的回流户主对农业组织化经营产生的正向影响更

大，且自雇经历户主回流务农的正向效应最强，这说明不同工作岗位或工作性质对农民工的

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提升具有不同作用，尤其具有自雇经历的回流农户，其在农业组织

化经营过程中更能发挥独有的企业家精神和特质。
表 １２　 外出务工工作性质与农民工回流对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影响

变量
农业组织化经营

（ １） （ ２） （ ３）

自雇经历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６４２∗∗∗（ ０．２０７）

正式工务工经历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４３２∗∗（ ０ ．１８６）

临时工务工经历户主回流务农 ０ ．１０９∗（ ０．０６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内生性检验 ８ ．３８∗∗∗ ９ ．６５∗∗∗ １０ ．７１∗∗∗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１ ．９３ １２ ．６２ １１ ．６３

观测值 ６７８１ ６８４３ ７１４５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农民工回流能显著提高农户组织化经营的程度，且在各类稳健性检

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具体而言，农民工回流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生产契约化、合作化以及分

工化的概率。 第二，回流农民工表现出的更高契约精神、更强合作意识以及更突出的企业家

精神是回流农户实现农业组织化经营的作用机制。 第三，从外出务工经历的不同维度看，外
出务工时长与回流农户的组织化经营呈 “倒 Ｕ” 形关系；相较于西部省份，具有中部、东部省

份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民工更能提高农户农业组织化经营的程度；相较于临时工，自雇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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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工务工经历的回流农民工参与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水平更高。
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在农业现代化范式由外部支撑的被动式发展到依靠小农户自身主

动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仅对留守农业中的农民进行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农业组织化及其现

代化发展需要的是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农民以及有远见的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带来的人力资

本的改善。 农业人力资本投资除了教育和医疗等途径，还有迁徙的途径，在农业劳动力老龄

化、妇女化的人力资本削弱背景下，经历过城市化和市场化历练的回流农民工作为重要的人

力资本补偿，能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更多活力，是农业组织化及现代化发展的重要

组织力量。 第二，为促进迁徙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作用并产生投资效应，各级政府部门和

社会组织既要鼓励和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就业，促进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保障其

外出务工就业的稳定性，又要帮助和扶持有能力有想法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推动农村劳动

力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破除障碍的同时，为返乡农民工营造互惠、友好的农业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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